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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上）

报人发表《论演戏救灾事》
呼吁演剧筹款

上海地区的慈善义演是在
西方影响和有识之人的极力倡
导下诞生的。 朱浒认为，演戏筹
资的形式“在义赈活动中的最初
出现，极有可能是对西方义演形
式的一种效仿”。 也有学者认为，
慈善义演的出现至少包含着伶
人群体自身的内部互助之义的
传统。 从上海地区最开始出现的
慈善义演来看，两种观点均有其
具有合理性的成分。

近代最早明确见到有关演
剧筹款的记录是《申报》于 1877
年 2 月 8 日刊载的《论演戏救灾
事》的论说。 该文开宗明义地说
中西方对于演戏等事情的不同
看法：“华人藉之以利己，西人藉
之以济人。 故自华人视之则为无
益之行为，而自西人视之则为有
益之举动。 ”随后，文章讲了一则
有关英国人因战船沉没，演剧筹
款赈济兵丁、 水手之家属的例
子。“日前有英国战船猝遭沉溺，
兵丁水手死于是役者， 殊堪悲
悯。 ……有家属零丁孤寡无所倚
靠，更觉可怜。 ……有心者即于
十九晚相集演剧，于赴观者皆税
其赀，即以是夕所税之赀尽为周
济沉沦家属之用。 ”接着，报人强
调法国人也有同样的事举———
“去冬上海租界寄居之法人缘法
国有一地方饥荒，法人之在沪者
欲集赀以赈之， 亦用此法演戏。
两日所得之赀尽行寄往，以助赈
务”。 报人评价这种慈善演剧的
作用，“其立心不减于仁人施济，
且使来观者既得娱目亦足以写
其好行”，真可谓“一举两得，诚
为甚便”，“使世之演戏皆如此用
心，则谓之有益亦无不可”。

报人所举英人、 法人从事慈
善义演的行为， 虽然不是自己亲
眼所见， 而是其在香港发行的刊
物《近世编录》 中得到的间接知
识、经验，但是仍然觉得此种方式
可以被国人所效法，于是，还不厌
其烦地再次评价演戏助赈的积极
行为———“其法亦可谓良矣。出赀
者不费大力而集腋成裘， 众擎易
举。既得多赀，有益正事”，进而呼
吁华人“效其所为， 遇事照此办
理，势必易于成就”，并特别提及
伶人应最先行动起来。

报人对于西人演剧筹款的称
赞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还切实
地将之与现实结合起来。其时，华
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罕

见的大旱灾即“丁戊奇荒”。 报人
希望戏馆、优伶积极主动起来，热
心于演剧筹款的事业，指出“演戏
之优伶果亦能如此用心， 如此行
事，实属大可有益于世”。

不仅如此， 报人还提及已经
有中国人开始萌生了实行演剧筹
款的做法， 针对河北地区灾害甚
巨的情形，有人“倡议欲令各戏馆
于礼拜六夜演戏一霄， 各馆所得
之赀聚送一处、汇寄燕台（即河北
省北部一带）等地以助赈”，并将
此意见“项商之于平日与各戏馆
相熟之人”，希望与各戏园比较熟
悉的人再去“相商于各馆”。 只是
这些平日与戏馆熟悉之人却表示
出“畏难”情绪，“不肯往商”。 即使
如此， 报人针对演戏筹款还是报
以很大的希望。

最后， 报人将自己对演剧筹
款的观点还诉诸上海地区演戏的
传统方式“打野鸡”，认为“有此习
俗，故以为事在可成”，以此强烈
呼吁戏馆赶快行动起来， 并呼吁
道：“岂有不肯帮赈大众之饥饿
乎？ ”“盖欲使各戏馆知西人有此
办法或能触目动心， 有此一举
……苟少一夕之赀， 即少一日之
用，似不可以一概而言，但人之欲
善，谁不如我？况仅一霄所得尽行
助赈，似欲各馆尚无大损。何不以
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 ”报人甚
至从优伶的身份出发， 进而鼓舞
士绅阶层积极帮赈———“彼演戏
者尚能如此， 何况我辈席丰履厚
者哉？ 果能如此， 则其有功于赈
务，岂得独谓演戏为无益之行为，
非有益之举动乎？ ”

透过该篇论说， 我们可以发
现：首先，当时上海的梨园界已经
酝酿出良好的氛围，旧的演出传统
中已经蕴含着演戏筹赈的萌芽，

“打野鸡” 其实已经包含着救济互
助的精神。 其次，国人的确是从西
人的演剧筹款中触发了灵感，看到
了英人、法人等西人演剧助赈这样
的义举方式， 便企图进行宣传，发
展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义演。

第三，演戏救灾在上海似乎
才刚刚出现，报人正好以此进行
十分热情的号召，希冀自己的演
戏助赈呼吁能够得到实施。

最后 ， 也是最有启发性
的———近代中国的慈善义演似乎
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意义， 那就
是提振中国精神和国民意识。 所
以， 报人说：“吾是以不惜谆谆相
劝而不肯止也， 又况所失者小而
所得者大， 从此沪上各戏馆之美
名亦可以与西人演戏行善之美名
同见称于一时也。 岂不美乎？ ”

个体戏园与新兴报刊合力
于演戏筹赈实践

历史总是有许多巧合的事
情。 就在发表《论演戏救灾事》的
报人极力呼吁演剧筹款用于慈
善活动不久之后，上海的鹤鸣戏
院于 1877 年 4 月 15 日开始了慈
善义演。

据《申报》记载，该戏院的慈
善义演从是日起“至端午日（6 月
15 日）止，每日所得戏资，除去房
租、伙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
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赈款”。 时人
高度赞赏这种做法，认为“优孟中
亦知自好，如是哉！ ”“则知天良俱
在、为善最乐之语，非虚也”。 可
见， 演戏助赈在本土的戏园中开
始付诸实践。 也即是说国人自行
举办的慈善义演于 1877 年的上
海开始出现。 鹤鸣戏院作为上海
地区比较著名的民众娱乐场所，
连续月余的慈善义演活动不仅增
加了戏院自身的声望， 也使得听
戏的民众了解到慈善义演的意
义。《申报》的宣传与促动作用也
使得演戏筹赈之举逐渐增多。

西方人演戏筹资的行为启
发了国人，同时《申报》作为新兴
媒体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报人的
呼吁和报道对演戏筹赈在上海
的诞生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学者钟欣志认为 1877 年鹤
鸣园戏资助赈一事，可以视为“一
个社会底层行业响应新兴报刊言
论的实例。《申报》不遗余力地鼓
吹和宣传一条助赈新法， 并得到
职业艺人的具体响应， 亦可视为
报刊和剧场两种公共空间， 在同
一议题上交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
没有鹤鸣戏园的响应，《申报》再
能言善道都只能沦为空谈， 再过
刺激性的言论， 也将彷佛与空气
斗拳一般；反之，《申报》作为当时
上海无可匹敌的商业中文报刊，
如果没有它提供的言论空间，鹤
鸣戏园即便可从其它管道学习戏
资助赈之法，也将孤掌难鸣，缺乏
推动的诱因”。新兴报刊与戏院之
间的合力对于促动慈善义演的发
生确实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那么， 有识之人的呼吁与鹤
鸣戏院的演戏筹赈存在必然的联
系吗？就上述材料而言，自然不甚
明了上海鹤鸣戏院与前者报人呼
吁之间的关系。然而，《申报》随后
几天便刊登的《书本报戏资助赈
告白后》，很清晰地提示出二者的
前后关联。 该文报人先说：“山东
旱灾……故各处中外绅商以及富

户，或有出资以倡捐者，或有出力
以劝捐者，集成巨款，送山东以助
赈项之不逮。 ” 接着报人便提及

“去冬， 吾见西人设法筹捐之时，
聚集能演戏者在西人戏园演戏一
宵，邀请中外之人，素悉西戏者往
观，按人纳资”，并评价说：“可知
所急务设法救人之心无微不至
矣。 ” 接着报人进一步说：“本馆
（即申报馆）深嘉西人之志，故屡
论之，并常劝中国戏馆如法办理。
又闻有人力劝素与各戏馆相熟之
人前往说法。 后其人覆信则言此
事恐难成功第。 其人曾否往劝抑
劝之而不能从，无由得知耳。 ”该
文的讲述正好可以与前面两文的
呼吁相互照应。

接着，该文就伶人以及鹤鸣
戏院筹款等事情进行论述，更加
明晰了有识之人的呼吁与鹤鸣
戏院的演戏筹赈所存在的必然
联系。 营业性戏院参与慈善活动
之事是早于慈善义演的。“当东
华医院开局劝助山东赈项之时，
有高升戏园主人罗某捐银一千
两。 ……真不愧为勇于为义之
人，能不负余屡次论劝之意。 ”不
过，以伶人为活动主体参与慈善
义演却是从鹤鸣戏院而开始。

接着，报人便介绍了鹤鸣戏院
“领班”的事迹，说：“此领班向在上
海以演戏为业，后因犯案拨军旋蒙
两次。 恩赦援例免罪释放，今岁新
正在园演戏每日可得三百余洋，除
用度外每日可剩二百洋内外。今愿
以五十日所剩之洋，尽为山东救灾
之项，可以至万洋光景。 ”

报人高度评价该领班的义
举，“以获罪幸免之身， 忍而为此
义举，在国法则可为赎罪，在儒教
则可谓改过，在佛门则可为忏悔，
在道家则可为释然， 犹为有所为
而为之也。所难得者，全班之人均
愿捐出辛工襄成此义举耳”。报人
为鹤鸣戏院的举动而感到“喜而
不寐”，认为自己的呼吁“未付东
风”，且戏院所筹款项“真乃山东
灾民之幸”，最后还颇具深意地说

“鹤鸣园诸人竟能少有所余即行
义举， 是以下等人而为上等人之
事，不负余之期望，亦可嘉矣”，进
而希望上层人士也能够积极热心
善举，共济时艰。 伶人作为“下等

之人”从事慈善活动，对于士绅为
代表的“上等之人”也是一种言语
与实际行动上的刺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鹤鸣戏
院进行较为持续的慈善义演，同
时《申报》 也进行鼓吹和舆论助
力， 慈善义演在 19 世纪 70 年代
末到 80 年代初引起了不少戏院
的注意。像鹤鸣戏院一样，开展慈
善义演活动的戏园逐渐增多。

该时期，演戏筹赈的做法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梨园界也
更多加入到这样的活动中来，演
戏筹赈的风气渐开。 如，1877 年
5 月，上海的久乐园“不揣薄绵，
拟分所得戏资赈务”，并将“所得
票金支发园租、工食之外，其余
全数上缴”。 又如，1878 年 5 月办
理义赈的“经募司董向各戏园熟
商助赈”。 由于有以士绅为主体
的义赈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赞许，
在上海的不少戏园也积极配合，
“丹桂园许于本月二十六日即礼
拜一起，每逢礼拜一、四日演，共
一月计八期。 大观园于本月二十
六日夜即礼拜一，又本月三十日
夜即礼拜五，又五月初三夜即礼
拜一，又五月初七夜即礼拜五共
四期。 天仙园于本月二十九夜起
即礼拜四， 共一月计四期”。 并
说：“三园每逢是期邀集名优排
演新戏，所集戏赀除茶点开销之
外，余洋尽数送交果育堂助赈。 ”

丹桂园、大观园、天仙园均是
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戏园， 它们进
行频繁的义务献演， 并将所余之
款尽交慈善机构果育堂办理，使
得演出的规模逐渐扩大， 同时报
人还呼吁“凡诸君欲及时行乐者，
皆宜届期往观， 既畅游兴与藉助
赈资，真一举而两得也”。 除呼吁
报人往观外，还提及“老三雅、禧
春两园尚未闻定议，想善与人同，
当不闻风兴起也”。 可见，鹤鸣戏
院进行的慈善义演， 确实带动了
其他戏园的演戏助赈的热情。 该
时期的演戏助赈逐渐由单个戏园
扩而为多个戏园集中举办， 并实
现了其与义赈活动的联合效应并
凝聚了力量， 使得慈善义演的社
会影响力逐渐扩展。 演戏助赈所
具有的“既畅游兴与藉助赈资”即
寓善于乐的内在特性逐渐彰显。

慈善义演是一种为了慈善进行演出而不收取报酬或通过演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的社会公
益行为。

晚清时期的中西交往、经济发展以及上海、天津等开埠城市的现代化等时代变迁，既为都市慈善义
演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与契机，也为都市民众提供了新的娱乐和生活的内容；西方慈善思想和慈善方式的
引介是义演活动兴起的关键因素。 最终，慈善义演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中的典型案例。

慈善义演最初兴起于上海地区的近代演戏助赈，剧资兴学则促发了其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后期针对
清末徐海水灾的慈善义演在南北方均有举办，实现了南北联动与并举。

个体戏园的发展为慈善义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网络图片）


